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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城镇化建设与农户生计可持续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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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匹配国家三批新型城镇化试点地区和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数据（ＣＨＡＲＬＳ），在生计可持续
分析框架下考察了新型城镇化建设对农户生计可持续发展的影响。非参数回归显示，新型城镇化试点地

区的农户生计资产－收入存在多重均衡，且均衡水平显著高于非试点地区农户；基于新型城镇化试点的准
自然实验，使用多期ＤＩＤ方法识别了新型城镇化政策对试点地区农户生计可持续发展的影响，研究结果
发现，新型城镇化试点显著提高了农户的生计资产－收入，通过整合协同、匹配协同与融通协同效应强化
了生产要素流动的资源优化机制，不仅提高了农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和产值，也实现了农户的非农生计转

型，有利于农户生计可持续发展，为协调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的政策实践提供了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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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伴随着工业化转型和农业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农业剩余劳动力从传统的农业生产转移至城市

的工业企业以及服务业从事生产活动，推动了我国城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２０２４年７月，中共二
十届三中全会指出，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必须统筹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

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全面提高城乡规划、建设、治理融合水平，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

缩小城乡差别，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发展。进一步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对

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和社会主义公平正义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传统的农户被解释为“小农”，是农民与社会、国家与市场联系的基本组织单元［１］。生计

转型是指在外部的自然因素、经济因素、市场因素、技术因素、社会因素、文化因素等共同影响时，

农户赖以生存的职业或者产业发生根本性转变。英国国际发展署（ＤＦＩＤ）将生计转型定义为生计
多样化，即不同农户或个人在面对外界环境变化时采取的不同生计应对策略，有助于提高农户收

入、降低生计风险、保障农户生计安全，具有普遍性、差异性、多元性的特点［２］。国内学者将生计转

型定义为农户分化，并指出农户分化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中出现的普遍现象，也是社会经济

发展的必然规律［３］。中国农民由同质性的纯农户分化为不同兼业程度的农户［４］。作为理性经济

人，部分农民率先进入城市，成为市民或农民工，这一过程也产生了农业剩余劳动力和农业转移人

口；留村农民通过生计资产最优配置，实现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和净收益最大化［５］。２０２４年我国常
住人口城镇化率已达到６７％，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的专项调研显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与户籍人
口城镇化率相差１９个百分点，城乡之间仍然存在一定比例的流动人口，即“候鸟式”或“钟摆式”农
民工群体，分化后的农户有意愿、有能力彻底放弃农村土地，实现生计可持续发展并有序实现市民



化是现阶段新型城镇化的首要任务。新型城镇化不仅是人口从农村向城镇的迁移，更强调了人口

与经济社会活动在农村、城镇和城市之间地理空间的均衡分布，即城乡协调发展的过程。农村的

发展和兴旺是新型城镇化的根基，而以县域为载体的城镇是农村和城市之间的过渡带，两者对于

扎实平稳有序推进新型城镇化是不可或缺的必要条件。农业转移人口是城乡之间要素空间流动

的表现形式，也是实现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双向战略目标的纽带，城乡地理空间的融合必

然要以人的融合为前提条件。

农户作为本文的研究对象，存在不同程度的分化，农户家庭成员不仅包括留村农民，也存在一

定比例的农业转移人口。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第一，在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下，构建农户

生计资产－收入的合成指标度量农户生计可持续发展能力，该指标量化了生计资产对农户不同类
型收入的边际贡献率（或者边际收益率）。因此，农户生计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在于生计资产收益率

的稳定性；第二，区别于传统城镇化侧重于提高城市居民的福利水平，本文关注了与农户资产和收

入相关联的生计可持续性问题，符合新型城镇化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城乡共同繁荣发展的政策目

标，研究结论将从农户福利的视角为实现城乡融合提供经验借鉴；第三，丰富了新型城镇化试点政

策效应评价的相关研究成果。以微观农户为研究对象，从要素流动的角度验证了新型城镇化建设

促进农业生产适度规模化经营和农业转移人口非农转型过程中发挥的作用，阐释了新型城镇化建

设与生产要素流动对农户福利水平的交互协调效应，对于扎实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具有政策

借鉴意义。

二、制度背景和研究假设

（一）新型城镇化实施的制度背景

传统的城镇化是从城市利益出发、由城市单方面制定的，提高城市居民福利水平的同时也导

致了城乡分割［６］。２０１４年３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２０１４—２０２０年）》
（下文简称《规划》），明确提出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２０１４年１２月，国家发改委等１１个
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开展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工作的通知》，公布了首批包含江苏、安徽两省

和宁波等６２个城市（区、县、镇）的新型城镇化试点名单，２０１５年１１月和２０１６年１１月又分别确定
了第２批７３个城市（区、县、镇）和第三批１１１个城市（区、县、镇）。试点城市的确定兼顾了不同
区域、不同类型和不同层级城市（镇），坚持中央统筹、地方为主，中央政府统筹试点内容，试点地区

按照要求，充分发挥主动性和创造性，制定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的具体方案，以城乡融合为目标，

将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作为首要任务，建立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成本分担机制。

２０２２年１０月，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提出了“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发
展战略，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保

障。迄今为止，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取得一系列重大历史性成就，值得指出的是，我国仍有４亿左
右的人口生活在农村。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应以国家新型城镇化试点区

域为突破口，坚持以工补农、以城带乡，以县域为基本单元、促进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和公共资源合

理配置，多渠道增加农民收入、吸纳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和就地就近就业创业，促进农民收入持续

稳定增长，逐步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实现农民农村共同富裕。

（二）可持续生计分析与资产贫困理论

无论是继续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还是农业转移人口，农户分化的关键在于生计资产基础及其

可持续发展能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前提是尊重农民分化的客观现实，外部政策干预在一定程

度上能够有效应对农民分化问题，即能够加速不同阶层农民向富裕阶层的流动［５］。

可持续生计分析（ＳＬＡ）作为一种寻找农户生计脆弱性的诸多原因并给予多种解决方案的集成
分析框架和建设性工具，在世界各地的扶贫开发和生计建设项目中得到了运用和实践。农户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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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计资产选择不同的生计策略或者组合，将生计资产转换以实现预期生计产出［２］。早期新古典经

济增长理论指出，初始贫困状态下，人们通过积累生产性资产或者应用更具收益性的交换和生产

技术提高产出和收入，摆脱贫困，实现生计可持续发展，并收敛于唯一的稳态均衡点［７］。但是资产

贫困理论认为，如果贫困的初始状态是以资产贫困为特征，则意味着农户缺乏生计资产基础支撑

其生计可持续发展，因而生产和交换并不足以实现产出和收入的提高，一部分均衡可能收敛于贫

困线以下，另一部分均衡可能收敛于贫困线以上，资产积累路径可能存在多重均衡点，即使存在稳

态均衡也并不代表农户福利水平的改善，从低水平均衡跨越至高水平均衡取决于农户生计资产而

不仅仅是收入［８］。因此，生计扶持政策的干预程度决定了政策效果，较低程度的干预只能将短期

状态改变为相同的长期状态，仅保持当前的福利水平，只有足够程度的干预才能改变资产累积动

态，从低水平均衡跳跃到高水平均衡，脱离低水平均衡。新型城镇化政策坚持巩固和完善农村基

本经营制度，完善强农惠农富农支持制度，进一步深化了土地制度和户籍制度改革，鼓励生产要素

的双向流动，有利于提升生计资产的要素价值及其产出水平。据此提出假设１：新型城镇化试点提
高了农户的生计资产－收入，对农户生计可持续发展存在显著的积极作用。

（三）新型城镇化建设、要素流动与农户生计可持续发展

新型城镇化是中国最大的内需潜力所在，是拉动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土地流转本质上是土地

要素的优化配置，是优化人地关系的重要机制。土地流转能通过土地资源和劳动力资源双重优化

配置，充分发挥农户的比较优势，实现帕累托改进和社会福利的提升［９］。新型城镇化的实施增加

了非农就业机会，也加速了土地制度改革，提高了农地经营效率，促进农地流转的供给与需求；构

建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是土地制度改革的重要任务，通过加强各种流转市场信息平台建设，

降低了农地流转的交易成本，有利于提高土地流转效率，而高效的土地流转实施是农业现代化实

现的基础保证。

一方面，产业化、规模化以及机械化是未来农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实现现代化农业的重要特

征。新型城镇化将农业转移劳动力分流至工业和服务业，农民可以将其承包的土地经营权进行流

转，从而增加农村劳均土地面积，这有利于土地资源整合成片，使规模化、机械化生产成为可能，能

进一步提高农业现代化的程度和效率，进而将增加劳均农业收入。另一方面，农地转出促进了农

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增加了农民的非农收入，进而有利于农户减贫［１０］。新型城镇化战略盘活了城

乡闲置资源，尤其是土地的资产功能，提高城乡土地利用效率。土地流转赋予了土地交易属性，农

户可以投资土地增加财产性收入。例如，土地股份合作社是中国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典型，且合作

社成员的收入很少来自农业生产，他们以土地入股加入合作社，赚取地租收入，土地价值的提高有

利于提高其收入。对于农户来说，土地流转可以鼓励非农劳动、推动家庭职业分层等，进而增加农

民财产租赁性和工资性收入［１１］。不仅避免了农业耕地的抛荒，也可以通过要素流动为农业生产者

扩大生产规模，实现规模效益。据此提出假设２：土地流转有利于农户生计资产 －收入增长，新型
城镇化战略提高了土地流转效率，实现了农业生产的规模效益，产生“整合协同”效应，不仅提高了

农户的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及产值，也拓宽了农户的非农收入来源，对农户生计资产 －收入具有显
著的积极效应。

最新研究证明，新型城镇化试点显著提升了农业转移人口就业质量［１２］。根据托达罗模型，农户

从事非农生产的前提条件是工资收益大于等于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均产出。但是长期以来，户籍作为

制度因素下城乡身份的差异是导致我国城乡工资收入差别的重要原因［１３］，放开户籍制度能稳定就业

预期并缓解就业歧视，降低农业转移人口进入国有部门的障碍，增加他们在非农部门就业的可能

性［１４］。“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战略有利于破解传统城镇化模式的制度约束和结构排斥，建

立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同工同酬制度，依法保护进城农民工劳动权益，实质上降低了户籍制度对农

业人口向非农就业转型的制度和融合成本，有利于农户的非农生计转型，也有利于农业转移人口从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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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质量低的次级劳动力市场进入就业质量高的主要劳动力市场，实现生计可持续发展。

效率工资理论认为，工资率决定了发展中国家劳动者的生产率，因为收入可以满足劳动者更

高的消费需求，提高人力资本存量。人力资本水平对劳动者获得稳定的工作和充分的社会保障具

有重要影响，人力资本水平制约了农业转移人口就业质量的提升［１５］。根据效率工资理论，高工资

可以带来生产率的提高。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有助于保障劳动者的权益，企业提供有保障的工资，

从而确保劳动者获得稳定的收入来源，降低了劳动者承担的风险。当劳动者获得创业或就业机会

时，可以获得更高的生计产出和收入，提高生活水平和福利水平。据此提出假设３：新型城镇化战
略打破了城乡之间的职业隔离，降低了农户非农生计转型的制度和融合成本，有利于劳动力要素

的自由流动。最低工资制度保障了劳动力要素报酬，产生“匹配协同”效应，鼓励农户创业和非农

就业，提高了农户的非农生计收入。

数字经济是继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后的主要经济形态，是现代经济的重要源动力和增长点，

以数据为载体的信息网络已成为关键的生产要素。过去数年，中国数字金融取得了长足发展，在

全球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力［１６］。一方面，城乡分割导致了城乡数字鸿沟的扩大，严重阻碍数字经济

的发展进程，由于信息不对称和准入门槛问题，农村地区落后的数字基础设施和短缺的数字技能

人才制约了产业数字化转型，城乡间的金融可得性差异和寄递差距阻碍了农村电子商务创业［１７］，

从生计机会上阻碍了农业剩余劳动力的非农生计转型；另一方面，数字经济发展使得信息与要素

的跨时空链接和匹配成为可能，有利于区域融合，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为新型城镇化发展创造条

件［１８］。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途径，金融是实体经济发展

的重要支撑。数字金融的产品创新降低了客户准入门槛，使得金融服务平民化趋势更加显现。与

传统金融机构的排他性对比，数字金融服务范围能够覆盖难以获得传统金融服务的中小微企业及

低收入人群，充分体现了普惠金融的应有之义。数字技术的短、平、快特征更加有利于规模庞大的

“尾部群体”，通过经济增长效应、机会平等效应、信息传递效应、资源获取效应及成本消减效应改

善创业的内外部环境及条件，有效降低农户创业门槛，帮助农户突破创业资源约束，提升创业预期

收入［１９］。相关研究也指出数字金融特有的社会信任强化机制可以提升农户的社会信任感、提高农

村家庭幸福感、激发创新创业精神、强化农户风险偏好及其金融素养，最终促进农户创业，提高创

业绩效［２０］。鼓励农户创新创业是农业转移人口提高收入水平及其生计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路径，也

是实现新型城镇化战略目标的微观机制。

中国数字经济与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时间维度是交叠的，而且发展目标也具有一致性。越来越

多的研究开始关注数字经济与新型城镇化的耦合协调关系，无论是针对数字经济或者新型城镇化

的内涵界定、特征描述还是指标测度等方面，虽然研究侧重点各有不同，但都是构建指标体系的关

键要素。已有研究对特定区域以及全国范围的耦合协调度测算发现，虽然存在地区差异，但是两

大系统发展指数与耦合协调度总体上均呈逐年上升态势［２１］，意味着新型城镇化与数字经济发展是

相互促进，协同共进的。据此提出假设４：数字经济突破了地理空间限制，有助于破除城乡壁垒，新
型城镇化以持续推动城乡融合为目标，与数字经济发展相互促进和交互协调，产生“融通协同”效

应，有利于实现农户生计可持续发展。

三、可持续生计分析与生计资产－收入指数
根据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生计可持续能力由自然、人力、金融、物质、社会五种生计资产决

定［２２］。家户作为理性经济人，其目标是在给定生计资产禀赋约束下，最大化生计产出，这一结果不

仅决定于自有的生计资产（例如土地、生产投入以及人力资本等），同时也受到其生产生活环境（包

括自然风险以及土地因素等）的影响，而上一期生计策略的产出又影响下一期生计资产禀赋。根

据可持续生计理论，生计资产呈现多维度特征，需要合成单一的资产指标避免“维度诅咒”问

６６ 华　南　农　业　大　学　学　报　（社　会　科　学　版） 第２期



题［２３］。常用于衡量可持续生计的指标构建方法包括收入法、资产法、生计资产－收入加权指数法、
生计行为选择以及选择实验法［２４］，对比之下，收入存在随机性，会因季节或者外生冲击无法稳定反

映生计策略及生计产出，消费则掩盖了生计资产以及生计策略选择，资产克服了收入和消费的缺

陷，但是弱化了生计资产和生计策略之间的关联性，而且生计资产指标存在不同的衡量单位，不具

备可比性，直接使用将损失原始数据信息。基于此，本文选择使用生计资产－收入加权指数法。
（一）生计资产－收入指数的构建
研究主要使用了ＣＨＡＲＬＳ２０１３、２０１５和２０１８年３期的追踪数据，根据统计一致性和可得性，

将收入定义为工资性收入、种植业及林业收入、畜牧及水产收入、非农经营收入、财产性租赁收入、

转移性收入以及其他收入；生计资产划分为自然资本、人力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

五大类，选择相关统计量作为具体度量指标，具体取值说明如表１、表２所示。

表１　收入类别说明

家户收入类别 收入来源与统计说明（万元）

工资性收入 户主及其配偶以及家庭成员的工资收入

种植业及林业收入 从事种植、管理果树、采集农林产品等生产总收入

畜牧及水产收入 从事牲畜与水产及其副产品生产与消费的总收入

非农经营收入 非农生产经营或私营的净收入（含成本）

财产性租赁收入 土地、房屋以及固定资产的租赁性收入

转移性收入 政府补助、社会捐助以及补偿

其他收入 工作补贴、补助以及赡养补偿性收入

表２　生计资产指标说明

生计资产指标 指标与构成变量说明

自然资本 土地面积 集体分配的土地（亩）

人力资本 家户规模 同家户的成员人数

户主自评健康水平 ４＝很好；３＝好；２＝一般；１＝差；０＝非常差
户主受教育水平 户主实际受教育年限

户主年龄 户主年龄

物质资本 农用固定资产价值 农用机械的资产价值（万元）

耐用消费品价值 汽车、交通工具、电器以及奢侈品等物品价值（万元）

家畜新增价值 当期与上一期家畜价值的差值（万元）

总房产面积 全部家庭成员的产权物业面积（ｍ２）
金融资本 资产（非房产） 户主与配偶现金、存款、基金、债券总价值（万元）

债务 户主与配偶未偿还的债务以及房屋贷款（万元）

社会资本 亲朋好友的赠予 亲戚朋友的日常经济赠予与支持（万元）

对亲朋好友的赠予 对亲戚朋友的日常经济赠予与支持（万元）

　　表１、表２显示，收入和生计资产的统计单位是不一致的，为了更好地度量家庭收入及其与资
产之间的关联，考虑到已有构建生计策略分类指标方法的单一性或者随机性等缺陷，研究使用收

入和资产合成构造的生计策略指标［２３］。首先建立家户的资产回归模型，使用所有资产类型对家庭

不同的收入类型分别进行回归，并得到由相应生计资产的衍生收入。具体构建模型如式（１）所示：
Ｙｉｓｔ＝∑ｊ＝１αｊ（Ａｉｊｔ）＋βｌＬ＋εｉｓｔ （１）

其中，被解释变量Ｙｉｓｔ统计了家户ｉ在调查期ｔ不同来源ｓ的收入，用以衡量家户生计和物质福
利。回归系数αｊ反映了第ｊ种资产对生计收入的边际贡献率，也是权数。Ａｉｊｔ是家户 ｉ在时间 ｔ的

第ｊ类资产数量，Ｌ是所在城市的虚拟变量，εｉｓｔ是误差项。给定估计量 α^ｊ，可以计算出各期家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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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资产－收入指数：

Ｙ^ｉｓｔ＝∑ｊ＝１α^ｊ（Ａｉｊｔ）＋β^ｌＬ （２）

式（２）的估计值 Ｙ^ｉｓｔ就是生计资产－收入指数，是对家户不同生计资产按照边际贡献率加权的
指数，该指数将不同水平的资产及其产生的收益相结合，允许系数随着不同的宏观环境影响而变

化。反映了不同生计行为选择（生计策略）及其衍生的生计收入，通过边际贡献率α^ｊ估计得到的收
入指数，能够识别不同资产对生计策略及其收入的贡献性，比使用统计权重法更具客观科学性。

需要强调的是，在模型（１）的估计中，一些家庭存在入不敷出（例如创业和自营生产）或者没有
参与某一类生计活动的问题，导致了非正数值（负值或者０）的存在，可以使用两部分模型（ｔｗｏ-ｐａｒｔ
ｍｏｄｅｌ）最小化非正数值［２５］。具体而言，先使用Ｐｒｏｂｉｔ模型（３）估计收入Ｙｉｓｔ是否大于０，再使用广义
ＯＬＳ估计模型（４）获得的预测值作为家户的生计资产－收入指数：

φ（Ｙｉｓｔ＞０）＝Ｐｒ（Ｙｉｓｔ＞０｜Ｘ）＝Ｆ（Ｘδ） （３）
Ｅ（Ｙｉｓｔ｜Ｘ）＝Ｐｒ（Ｙｉｓｔ＞０｜Ｘ）×Ｅ（Ｙｉｓｔ｜Ｙｉｓｔ＞０，Ｘ） （４）

基于式（２）的生计资产－收入指数 Ｙ^ｉｓｔ，将不同来源ｓ的生计资产－收入指数合成为单一指标
Ｙｉｔ，可以模拟出动态的资产积累路径。给定Ｙｉｔ是ｔ期的生计资产 －收入，那么 Ｙｉｔ－１是 ｔ－１期的生
计资产－收入，ｖｉｔ是服从零均值，同方差的随机扰动项，假设非参数回归模型为：

Ｙｉｔ＝ｆ（Ｙｉｔ－１）＋ｖｉｔ （５）
考虑到生计资产－收入的动态分布未知，因此使用局部多项式平滑回归估计模型（５），可以得

到家户生计资产－收入的动态变化趋势。
（二）生计资产－收入指数分析

基于两部分模型估计模型（２），得到生计资产－收入指数 Ｙ^ｉｓｔ。表３对 Ｙ^ｉｓｔ进行描述性统计，结
果显示，２０１３、２０１５、２０１８年３期数据中，除其他收入以外，样本家庭的各类收入指数呈现增长与生
计多样化趋势。

表３　生计资产－收入指数的统计性描述

生计资产－收入指数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８
种植业及林业 ０．２６８ ０．２３２ ０．４１１
畜牧及水产业 ０．２２２ ０．２３３ ０．３３６
非农经营 ０．２６２ ０．２８１ ０．４８５
非农受雇 １．７３７ １．３３２ １．８７８
财产性租赁 ０．０５７ ０．０９２ ０．１４０
转移性支付 ０．２２７ ０．２６４ ０．８７０
其他来源 ０．０９７ ０．０８３ ０．０８８
主成分合成分 ３．２４６ ３．２１８ ３．７９２

　　其次，应用主成分分析合成生计资产 －收入指数计算综合得分，形成具有高度解释力的新变
量。分析结果显示，ＫＭＯ等于０．５８２，结合 Ｂａｒｔｌｅｔｔ球形检验，值为２６９０４.７０４，自由度为２１，在１％
的水平上显著，表明标准化原始变量数值的相关系数矩阵有共同因素存在，可以使用主成分分析。

主成分Ｆ１和Ｆ２的方差贡献率为５０％且特征值大于１，其中Ｆ１在非农自雇收入（０.７６２８）、受雇工
资收入（０.６２８７）和租赁性收入（０.８３１６）的因子载荷值最大，反映了家户的非农收入水平，该因子
得分越高，家户的非农生产的比重就越高；Ｆ２在种植业与林业收入（０.６６００）和畜牧与水产业收入
（０.６７６０）的因子载荷值最大，反映了家户的农业生产收入水平，该因子得分越高，家户的农业生产
比重就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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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计算出主成分合成分数，并将合成分数转化为０～１００之间的数值后，作为家户生计资
产－收入及其可持续能力的测度指标ｚｉｔ，所有观测期的样本平均得分约３.４２９，综合得分值越高的
地区，家户生计资产－收入相对较高且生计可持续性发展潜力越大。

四、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的准自然实验设计与分析

（一）研究变量与数据说明

本文应用了ＣＨＡＲＬＳ２０１３、２０１５和２０１８年３期追踪数据①。该调查覆盖除香港、澳门特别行

政区和台湾地区外的３１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调查对象主要包括４５岁以
上中老年人家庭和个人。鉴于该数据库可以具体统计到各省下辖市级单位，研究将２０１５年—２０１６
年３批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城市与样本家户相匹配，识别新型城镇化试点与农户可持续生计
发展的因果关系。

图１　生计资产－收入累积动态的非参数估计

　　针对本文研究对象，主要选择了农村户籍
的家庭，总样本量共３期２０５７８个。使用主成
分法合成的生计资产 －收入 ｚｉｔ作为被解释变
量，反映了农户的生计能力及其可持续发展水

平。图１应用非参数回归 ｅｐａｎｅｃｈｎｉｋｏｖ-ｋｅｒｎｅｌ
加权的局部平滑法估计了式（５），对比了新型
城镇化试点地区和非试点地区样本农户的生

计资产－收入的累积动态趋势，纵轴代表期末
（当期）综合得分值，横轴代表期初（上一期）综

合得分值，结果显示，两者存在显著差异，其中

试点地区农户生计资产－收入呈现多重均衡（与４５°线存在多个交点），而非试点地区仅存在单一
均衡点Ａ。相比而言，前者的不同均衡水平均高于后者，且存在逐年持续增长的趋势（从均衡点 Ｂ
至均衡点Ｄ），但是非试点地区农户的生计资产－收入收敛于唯一的低水平均衡点，且长期低于试
点地区。可以认为，新型城镇化有利于农户生计资产 －收入的提高，进而提升农户可持续生计发
展水平，证明了研究假设１。
　　表４为被解释变量、主要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被解释变量是样本农户家庭生
计资产－收入ｚｉｔ，是否属于各批次新型城镇化试点的城市是主要解释变量，农户层面的控制变量
主要包括户主及其配偶的平均工作经验、平均受教育水平、双方最低健康水平，是否独居（婚姻状

态）以及６０岁以上家庭成员占比（赡养比），考虑到内生性问题，“家户人均消费水平”和“是否拥
有土地”两项使用了滞后１期的家户数据；城市（包括县级市）层面控制变量选取了样本城市财政
支出与财政收入比值、城市人口（万人）；另外也使用所在省份人均ＧＤＰ（万元）控制了地区经济发
展水平。

（二）多期ＤＩＤ的基准双向固定效应回归
根据新型城镇化不同时期在中国多个城市试点的政策背景，探究了新型城镇化对农户生计资

产－收入的影响。主要抽取了ＣＨＡＲＬＳ数据库２０１１、２０１３、２０１５和２０１８年４期追踪数据的农村户
籍家庭（其中，２０１１年家户数据作为控制变量），共计３４６９３个样本。２０１４年１２月，国家发展和改
革委员会（下文简称发改委）等１１个部门联合印发了《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方案》，在江苏、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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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相关变量的统计性描述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８
生计资产－收入ｚｉｔ ２．９５８（１．２８９） ２．９２４（１．０７２） ３．３７１（１．８４３）
政策变量

　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 ０ ０．１８６（０．３９０） ０．５４０（０．４９８）
家户控制变量

　平均工作经验 ５０．７１７（１２．４１３） ５０．４６１（１２．７７７） ５２．７７２（１２．３６２）
　平均受教育水平 ３．５５９（３．５１１） ３．６９１（３．４０８） ３．７３７（３．４４９）
　最低自评健康水平 １．６５２（０．８８８） １．７１０（０．９１３） １．６５９（０．９６４）
　婚姻状况 ０．７７５（０．４１８） ０．７７３（０．４１９） ０．７４５（０．４３６）
　赡养比 ０．２７４（０．３５１） ０．２８４（０．３５４） ０．３５２（０．３９７）
　上一期户均消费水平 ０．５４２（０．７２０） ０．７９７（１．１３４） １．０７７（２．０８２）
　上一期是否有土地 ０．９１１（０．２８５） ０．８５２（０．３５５） ０．７６７（０．４２３）
城市（县级市）控制变量

　财政支出／财政收入 ２．９９４（２．０９５） ３．０５７（１．８５６） ３．５２１（２．３１６）
　城市人口数量（万人） ５７０．３（４８７．２） ５７１．９（４９１．９） ５７６．３（４８８．５）
　省级人均ＧＤＰ（万元） ４．２７８（１．４４０） ４．７９９（１．６３１） ５．８８４（１．９５６）
　总样本量 ６４１９ ７２４０ ６９１９

徽两省和宁波等６２个城市（镇）进行第一批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２０１５年１１月和２０１６年 １１
月又分别确定了第２批和第３批试点名单。因此，２０１３年属于政策实施前期，２０１５年和２０１８年
属于政策逐期试点推进期。基准回归主要采用双向固定效应的多期双重差分模型：

ｚｉｔ＝β０＋β１ｕｒｂａｎｉｔ＋∑
Ｋ

ｋ＝１
γｋｘｋｉｔ＋αｉ＋λｔ＋ｕｉｔ （６）

　　ｚｉｔ是样本家庭 ｉ在观测期 ｔ的
生计资产 －收入，解释变量 ｕｒｂａｎｉｔ
表示样本农户 ｉ在观测期 ｔ是否属
于新型城镇化试点的地区———即

样本所在村／县域是否属于试点城
市，系数β１反映了新型城镇化战略
对农户生计资产 －收入的平均处
理效应。αｉ是家户固定效应，λｔ是
时间固定效应。

　　表５第（１）列和第（２）列分别
给出了无控制变量和有控制变量

的ＴＷＦＥ回归结果，新型城镇化综
合试点对农户生计资产 －收入存
在正向效应，有利于农户生计可持

续发展，且在１％的水平上显著，加
入控制变量并没有改变这一结果，

证明了研究假设 １。其中，工作经
验对农户生计收入的影响与经典

表５　基准双向固定效应回归结果
（１） （２）

新型城镇化试点 ０．２４９***（０．０３７） ０．２９５***（０．０３９）
平均工作经验 ０．１３８***（０．０４１）
工作经验平方 －０．００２***（０．０００）
平均受教育水平 ０．００３（０．０２７）
最低自评健康水平 ０．１２１***（０．０２１）
婚姻状况 ０．１０２（０．０６４）
赡养比 －０．０４２（０．０４６）
滞后Ⅰ期的家庭经济变量
　户均消费水平 ０．０２１*（０．０１２）
　是否有土地 ０．０４２（０．０３６）
城市／地区控制变量
　财政支出／财政收入 ０．０２５（０．０２３）
城市人口数量（万人）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省级人均ＧＤＰ（万元） ０．０７９*（０．０４０）
常数项 ３．０２２***（０．０１２）－０．２９９（１．４８９）
家户固定效应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Ｒ２ ０．６９５ ０．６９８
样本量 １３９６３ １１４１３

　注：*** ｐ＜０．０１，** ｐ＜０．０５，*ｐ＜０．１；括号内为聚类稳健标准误。

明瑟模型的结论一致，收入会随着从业经验的增加而提高，但是增速是递减的，平均受教育水平对

农户资产－收入的正向影响并不显著；自评健康水平越高，显著增加了农户生计资产 －收入；考虑
到内生性问题，使用滞后一期变量控制农户的经济状况，户均消费水平越高的家庭，生计资产 －收
入越高；省级人均ＧＤＰ越高，农户所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生计资产－收入越高。由于新型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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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化试点是渐进实施的，基准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系数可能存在异质性偏误，因此，有必要继续

对研究结论进行稳健性检验。

（三）多期ＤＩＤ的稳健性检验
１．平行趋势检验
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对政策效应的识别需要满足平行趋势假设，即政策实施前期，处理组和对

照组应具有一致的发展趋势，没有其他显著的差异，保证国家新型城镇化试点确实影响了农户生

计资产－收入的变化，而不是其他政策或者不可观测的个体特征差异所导致，控制组和处理组样
本应具有可比性，本文采用事件分析法（ＥＳＡ）估计新型城镇化试点的动态效应并检验了平行趋
势，首先，将ＴＷＦＥ的多期双重差分模型（６）修改为：

ｚｉｔ＝β０＋∑
Ｊ

ｊ≠－１
ϑｊＩｊ＋∑

Ｋ

ｋ＝１
γｋｘｋｉｔ＋αｉ＋λｔ＋ｕｉｔ （７）

考虑到多重共线问题，使用政策实施的前１期作为基准期，控制家户和时间固定效应以及系
列控制变量，估计式（７），并绘制动态时间系数的趋势图２（ａ）。

（ａ）事件分析法（ＥＳＡ）　　　　　　　　　　　　　　　　（ｂ）插补ＤＩＤ估计

图２

　　图２（ａ）应用事件分析法（ＥＳＡ）对比了使用不同基期估计了新型城镇化推进对农户生计资
产－收入影响的动态变化趋势，表６为对应的动态回归系数，当使用政策实施前１期作为基期，
ｊ＜－１时，虚变量Ｉｊ的估计系数相对平稳，且置信区间均包含０值，说明新型城镇化试点之前，处
理组和控制组的生计资产—收入没有显著差异，平行趋势假设成立。从政策实施后１期 ｊ＝１开
始，处理组农户的生计资产－收入显著提高，将基期更换为政策实施当期，结论基本一致。
　　考虑到基准双向固定效应回归的异质性偏误问题，研究使用插补估计量，该估计量在满足基
本假设的前提下，是有效且稳健的［２６］。该方法假设，对于所有最终受到处理的样本，在 ｊ期之前处
理已经发生，然后估计这一处理发生以后的平均处理效应，检验了模型的平行趋势假设，图２（ｂ）和
表６第（５）列分别给出了估计结果，证明该数据满足平行趋势假设且处理效应是异质的，下文将继
续进行异质性稳健ＤＩＤ估计。
　　２．安慰剂检验

安慰剂检验旨在证明农户生计资产－收入的变化是国家新型城镇化试点政策的影响，而不是
其他政策或者事件发生的时间趋势影响，虚构处理组或者虚构政策时间进行估计，如果不同虚构

方式下的估计量的回归结果依然显著，那么就说明原来的估计结果很有可能出现了偏误。本文分

别利用随机化试点时间－地区和随机提前试点时间的方式进行安慰剂检验，图３（ａ）和图３（ｂ）给
出重复１０００次平均处理效应估计系数分布，从中可见，虚假政策估计系数近似地以０为中心呈正
态分布，“伪处理效应”系数取值范围均在［－０.１，０.１］，与表５中真实政策估计系数０.２９５存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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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差异，属于异常值。从反事实角度证实了政策对实施主体的影响显著，新型城镇化对农户生计

资产－收入的政策效应并不是随机偶然的。
表６　平行趋势检验

基期：政策实施前一期 基期：政策实施当期

无控制变量

（１）
有控制变量

（２）
无控制变量

（３）
有控制变量

（４）

插补ＤＩＤ［２６］

（５）

Ｉ－４ －０．０４２（０．１３８） －０．０５９（０．１６０） ０．０７０（０．０８８） ０．０９０（０．０８９） ———

Ｉ－３ ０．０６６（０．０４３） ０．０１４（０．０４６） ０．１７９（０．１８９） ０．１６３（０．２１４） ———

Ｉ－２ －０．１７０（０．１５２） －０．２１８（０．１７４） －０．０５８（０．０４４） －０．０７０（０．０４５） －０．０３８（０．０４１）
Ｉ－１ ——— ——— ０．１１２（０．１６７） ０．１４９（０．１９１） －０．０１０（０．０４０）
Ｉ０ －０．１１２（０．１６７） －０．１４９（０．１９１） ——— ——— ０．１２５***（０．０２６）
Ｉ１ ０．３３４**（０．１４８） ０．３９１**（０．１７９） ０．４４７***（０．０９９） ０．５４０***（０．１０７） ０．４６９***（０．０７０）
Ｉ２ ０．２４８***（０．０４９） ０．２６０***（０．０５２）０．３６０**（０．１７８） ０．４０９**（０．２０１） ０．２４７***（０．０４２）
Ｉ３ ０．０５０（０．１７０） ０．０１９（０．１９６） ０．１６２***（０．０５４） ０．１６８***（０．０５６） ０．３９５***（０．０５２）
家户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Ｒ２ ０．６９６ ０．６９９ ０．６９６ ０．６９９ ———

样本量 １３９６３ １１４１３ １３９６３ １１４１３ １２５８８

　注：*** ｐ＜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１；括号内为聚类稳健标准误。

（ａ）随机试点－时间置换检验　　　　　　　　　　　　（ｂ）随机提前新型城镇化试点时间

图３

　　３．匹配法-ＤＩＤ
根据传统的Ｒｕｂｉｎ因果模型，必须证明试点地区和非试点地区可观测特征差异并不是导致农

户生计资产－收入变化的根本原因，才能确定新型城镇化影响农户生计可持续发展的有效性。研
究基于双向固定效应的 ＤＩＤ回归结果，将控制变量作为匹配变量，分别使用倾向分匹配（卡尺
０.０１，无放回１比１）和熵匹配将样本农户合并成一个新的数据集后重新进行估计。

（ａ）核密度曲线（匹配前）　　　　　　　　　　　　　　　（ｂ）核密度曲线（匹配后）

图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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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体而言，首先使用ＰＳＭ进行逐年匹配，图４（ａ）和图４（ｂ）画出了ＰＳＭ匹配前后倾向分的核
密度分布，对比评测了匹配的有效性，与匹配前相比，匹配后的处理组和控制组核密度分布基本一

致，更为直观地说明了匹配效果较好，在ＰＳＭ的匹配样本基础上，应用多期ＤＩＤ重新估计了新型城
镇化与农户生计资产－收入的因果关系。与ＰＳＭ方法相比，熵平衡法估计效率更高且损失样本更
少，基于协变量的３阶矩匹配获得熵权值，对匹配样本进行熵值加权的多期 ＤＩＤ估计［２７］。表７为
ＰＳＭ-ＤＩＤ和熵平衡匹配样本ＤＩＤ的估计结果，处理效应 ＤＩＤ的系数均显著为正，与基准回归的估
计结果一致，结论是稳健的。

表７　匹配法－ＤＩＤ回归

ＰＳＭ匹配 熵匹配

新型城镇化试点 ０．１６０**（０．０７６） ０．２１１***（０．０３８）
控制变量 是 是

家户固定效应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样本量 ６００７ １１４１３

　注：***ｐ＜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１；括号内为聚类稳健标准误；中括号内给出相应权重。

　　４．不同农户生计可持续发展指标的对比
农户生计资产－收入属于综合性指标，合成指标的权重设置主要包括主观赋权和客观赋权，

熵权法属于客观赋权法，指标的变异性越大，所反映的信息量越少，对应的权重越低，一定程度上

避免指标测度的主观性，根据估计得到的收入－资产合成指数，该指数越大，意味着农户生计收入
水平越高，均属于正向指标，进行标准化后测算相应的指标权重后，使用多重线性函数加总获得农

户的生计资产－收入，与主成分分析获得的合成分数类似，该指标越大，则表示农户的生计可持续
发展水平提高，反之，该指标越小，农户的生计可持续发展水平越低，但是该权重依赖于数据的稳

定性，无法反映收入来源的信息；资产法不仅包括自然资本、人力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

资本，也包括生计收入和消费支出［２８］。相比于收入法，资产法更为稳定地测度了家户的生计与福

利水平，但是资产法仅反映了农户资产总量，无法反映资产在不同生计策略的分配，削弱了生计行

为与生计资产投入之间的联系。

为了对比检验该指标的合理性和研究结论的稳健性，本文分别应用熵权法［２９］和生计资产

法［２８］合成的农户生计资产－收入作为对比。表８的结果显示，虽然指标构造的差异性使得核心解
释变量的估计系数大小有所变化，但新型城镇化试点的政策效应方向及其显著性并没有发生根本

改变，说明研究结论的稳健性。

表８　其他农户生计可持续发展指标

熵值法 生计资产法

新型城镇化试点 ０．６５７***（０．２３３） ０．０８６**（０．０３５）
控制变量 是 是

家户固定效应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样本量 １５０８２ １０９７２

　注：*** ｐ＜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１；括号内为聚类稳健标准误；中括号内给出相应权重。

（四）异质性稳健ＤＩＤ分析
１．Ｇｏｏｄｍａｎ-ｂａｃｏｎ分解
采用多期ＤＩＤ方法进行估计时，处理组接受处理的时间是交叠的，如果处理效应的大小是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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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发生变化的，不同的处理时间加上处理效应随时间的变动可能会导致多期ＤＩＤ估计产生一定
的偏误。平均处理效应是对不同个体固定效应和时间效应的加权平均，一定比例的负权重会导致

估计结果发生偏误，可能存在传统估计系数与真实估计系数符号相反的情况［３０］。

表９　Ｇｏｏｄｍａｎ-ｂａｃｏｎ分解权重表（Ｎ＝５５９８，Ｔ＝３）

估计系数 权重

新型城镇化试点 ０．２６８***（０．０３６） —

早处理＿ｖ＿晚处理 ０．０９８ ０．０７２
晚处理＿ｖ＿早处理 ０．３１９ ０．０６７
已处理＿ｖ＿新处理 ０．４８６ ０．０１０
从未处理组＿ｖ＿处理组 ０．２８０ ０．８５０

　注：*** ｐ＜０．０１，** ｐ＜０．０５，*ｐ＜０．１；括号内为聚类稳健标准误；中括号内给出相应权重。

　　本文应用Ｇｏｏｄｍａｎ-Ｂａｃｏｎ法进行了培根分解，计算各组的系数值和权重［３１］。总的ＤＩＤ估计量
分解为三组：（１）早试点地区接受处理的家户（处理组）和晚试点地区处理组家户（控制组）；（２）晚
试点地区接受处理的家户（处理组）和早试点地区处理组家户（控制组）；（３）已接受处理组的家户
（处理组）和新接受处理组的家户（控制组）；（４）试点地区处理组家户（处理组）和从未接受处理的
家户（控制组）。Ｇｏｏｄｍａｎ-ｂａｃｏｎ分解要求平衡面板数据，故表９仅选取了 ＣＨＡＲＬＳ调查中每期均
参与问卷调查的家户样本。第１行是平衡面板数据的ＴＷＦＥ回归结果，早处理组（处理组）和晚处
理组（控制组）的平均处理效应差异仅占总效应的７.２％；晚处理组（处理组）和早处理组（控制组）
的平均处理效应差异仅占总效应的６.７％；已处理组和新处理组的平均处理效应差异权重为１％，
处理组与从未接受处理过的对照组的平均处理效应差异权重为８５％，比例相对较高。ＡＴＴ与“好
处理组”的处理效应几乎一致，而“坏处理组”产生的不合适的处理效应所占比例较低，说明采用双

向固定效应得到的估计结果偏误很低。

２．异质性稳健ＤＩＤ估计
多期ＤＩＤ本质上是不同时间经历和未经历政策影响的处理组和控制组的平均处理效应的加

权平均，政策影响存在动态累积效应，导致 ＴＷＦＥ的估计存在偏误［３２］。为进一步论证本文结论的

可靠性，研究采用了不同的“异质性－稳健”ＤＩＤ估计方法，包括ＣＳＤＩＤ［３３］、插补估计量［２６］、两阶段

ＤＩＤ［３４］和以及堆叠回归估计量［３５］进行分析，回归结果如表１０所示，与基准回归结论一致。多期
ＤＩＤ的稳健估计结果仍然证明了新型城镇化试点对农户生计资产－收入的显著影响。

表１０　异质性稳健ＤＩＤ估计量

ＣＳＤＩＤ［３３］ 插补ＤＩＤ［２６］ 两阶段ＤＩＤ［３４］ 堆叠ＤＩＤ［３５］

新型城镇化试点 ０．２２３**（０．０６１） ０．３２１***（０．０３１） ０．３１２***（０．０３１） ０．３２１***（０．０４２）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家户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３５８６ １２５８８ １２６７８ ２２００１

　注：*** ｐ＜０．０１，** ｐ＜０．０５，*ｐ＜０．１；括号内为聚类稳健标准误。

五、新型城镇化和生产要素流动的交互效应分析

城乡融合的核心是要素市场融合，畅通生产要素的双向流动是实现城乡资源有效配置的重要

途径，是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缩小城乡收入和福利差距的内在要求和关键环节。土地作为

农业农村第一生产要素，是本底要素，是实现城乡融合发展的基础；新型城镇化是“人的城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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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要素是实现城乡融合发展的纽带，现代数字与资本、技术等要素互为载体，成为赋能城乡融

合发展的新动力。新型城镇化战略与土地、劳动力和数字化要素的“交互协同”效应能够进一步释

放“土地红利”“人口红利”和“数字红利”，有利于夯实农户生计资产及其生计可持续发展。

（一）新型城镇化与土地流转的“整合协同”效应

土地是农业生产活动的基本要素，新型城镇化推进城乡统一要素市场建设，引导土地流转与

人口流动方向相适应，整合土地要素发挥协同效应释放“土地红利”，提高了土地的生产和交易价

值，保障农民公平分享土地增值收益。土地要素市场的完善有利于土地流转，发展产业促进就业，

提升农业转移人口融入城镇的能力。一方面，土地流入有利于农业生产实现规模收益，提高农户

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效率和产值；另一方面，土地流出有效释放了农业转移人口，削弱了土地对农

业劳动力转移的绑定效应，土地流转产生的租赁性收入，不仅有利于农户生计多样化，也强化了农

户生计的可持续性。

研究将样本划分为从事农业生产和不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户，分别引入土地净租出面积和土地

净租入面积作为解释变量，与新型城镇化试点变量构成交互项，检验了新型城镇化试点如何通过

土地流转影响农户的生计可持续发展，表１１列（１）的结果显示，土地净流入系数显著为正，对农业
生产者的生计资产－收入存在显著的积极作用，交互项系数为正，土地净流入面积越高的农户，新
型城镇化对生计资产－收入的正向影响越大，新型城镇化畅通了土地要素的流动，释放了闲置土
地资源且降低了交易成本，进一步提高了农业生产的效率和净产值，增加了农户的生计资产 －收
入。表１１列（２）的结果显示，土地净流出面积与新型城镇化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土地净流出
面积越高的农户，新型城镇化对非农生产的农户生计资产 －收入的正向影响越大，新型城镇化畅
通了土地要素的流动，盘活了土地要素市场，不仅满足农业生产者对土地资源有效需求，而且提高

了土地资产价值，有利于提高农户的非农收入 －财产性收入，有助于农业转移人口生计可持续发
展，证明了研究假设２。
　　当前，我国农村地区主要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为主，土地属于集
体所有，农户依法享有并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ＣＨＡＲＬＳ数据库基于农户土地流转的租金计算了
土地资产价值。为了进一步验证土地资产增值对农户生计资产－收入的影响，研究对比了新型城
镇化政策实施与土地资产价值对不同农户生计资产－收入的影响。理论上，土地对从事农业生产
的农户主要是生产价值，而对不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户主要是资产溢价的收益。表１１列（３）和列（４）

表１１　新型城镇化、土地要素流动与农户生计可持续发展

土地流转 土地价值

农业生产农户

（１）
非农业生产农户

（２）
农业生产农户

（３）
非农业生产农户

（４）
交互项 ０．００８*（０．００５） ０．０１３**（０．００５） －０．０１３（０．０１０） ０．０１６*（０．００９）
新型城镇化试点 ０．０８７（０．１７４） ０．１２２（０．１３０） ０．３３８***（０．０９９） ０．２０７***（０．０４８）
土地净流入 ０．００３**（０．００１） — — —

土地净流出 — －０．００５（０．００７） — —

土地价值 — — ０．０４１***（０．００５） ０．００３（０．００４）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家户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３８６ １５９６ ２４６４ ５１８２

　注：*** ｐ＜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１；括号内为聚类稳健标准误。这里的非农业生产农户是指过去１年没有从
事种植业以及水产畜牧业的农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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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结果显示，新型城镇化并不会显著改变土地的资产价值对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户生计资产 －收
入的影响，但是对从事非农生产的农户而言，占有的土地资产价值越高，新型城镇化对农户生计资

产－收入的正向影响越大。原因在于，新型城镇化有利于土地市场的完善及土地要素的流转，从
事非农生产的农户属于农业转移人口，在自愿有偿放弃相关土地权属的过程中，不仅可以继续获

得土地租出的财产性收入，也放松了土地资产闲置形成的沉没成本产生的捆绑效应，有利于生计

多样化和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因此，土地价值越高，新型城镇化对非农生产的农户生计可持续

发展的正向效应更大，但是对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户影响并不显著。因此，这一结果证明了新型城

镇化有利于完善和发展农村要素市场，实现土地资源有效配置，不仅有利于农业生产者的规模化

生产经营，同时也有利于农业剩余劳动力实现生计多样化和生计可持续发展，鼓励不同群体根据

自身偏好需求特征，做出符合个人利益的选择，分类分层实现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

（二）新型城镇化与劳动力要素的“匹配协同”效应

新型城镇化是“人的城镇化”，强调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推进常住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

而激发劳动者创新创业活力，鼓励高新技术企业进入，提升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水平，实现不同人群

的共同富裕。因此，新型城镇化试点特别注重在对标劳动力市场需求的基础上对农业转移人口进

行教育培训，提升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水平［３６］。农户的非农创业和就业是拓宽农户收入来源并提

高收入的重要途径，以城乡融合为目标的新型城镇化政策的实施推动了户籍制度改革，逐步消除

阻碍劳动力跨区域流动的制度壁垒和融合成本，完善城乡要素自由流动机制，使得劳动力要素实

现合理报酬，发挥工资对劳动力供求的调节作用，改善要素市场扭曲导致的劳动力错配；另一方

面，新型城镇化鼓励农村新型社区和产业园区同建，带动农村产业发展和农民增收，规范化培训机

构和整合培训资金，加强农业转移人口就业创业培训。高新技术企业的进入存在外溢和辐射效

应，不仅能够吸纳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就业，也有利于提升劳动力的人力资本，间接鼓励了

农户创业就业。因此，新型城镇化是产业升级引导劳动力流动的过程，为农业转移人口提供平等

的就业创业机会和社会保障，进一步强化农业转移人口融入城镇的能力，优化配置劳动力协同产

业发展释放“人口红利”。

　　为了检验新型城镇化建设与农村劳动力要素流动对农户生计可持续发展的影响，研究统计了
农户家庭成员从事非农经营的项目数量及其参与非农经营的家庭成员人数，以衡量农户非农经营

以及创业行为，使用样本家庭所在城市平均最低工资标准和省份平均最低工资标准作为劳动力要

素平均价值，分别检验了新型城镇化试点通过农户非农生产活动对生计资产－收入的影响。新型
城镇化通过政策扶持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补齐县域经济发展短板，有效提高城镇的综合承载

能力，吸引资金从大城市流入向中小城市、区以及县城，进而夯实县域产业转移基础，促进了地方

规模以上工业的扩张，为农户创新创业提供了良好的营商环境和盈利空间，也间接创造了更多就

业岗位。表１２的列（１）和列（２）的结果显示，农户非农经营项目和家庭成员人数与新型城镇化的
交互项系数均显著为正，农户家庭非农创业项目越多，从事非农经营和就业的家庭成员越多，意味

着农户非农生计转型的概率和程度越高，新型城镇化试点对农户生计资产－收入的正向效应显著
越大，证明了研究假设３。

最低工资标准是我国劳动力市场的一项重要制度，各地区可以根据最低生活费用、消费价格

指数等因素确定最低工资标准，不仅有利于改善资源错配，也具有就业增加效应，新型城镇化降低

了农业转移人口进入正规劳动力市场的制度成本和门槛，有利于提高农户的非农收入，实现农户

非农转型的生计可持续发展。表１２列（３）和列（４）的结果显示，最低工资标准与新型城镇化的交
互项显著为正，与非试点城市相比较，试点城市最低工资标准越高，新型城镇化试点有利于充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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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最低工资标准的收入保障功能，有效提升了农户非农就业的质量，增加了农业转移人口的生计

资产－收入，实现生计可持续发展，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奠定了生计基础。

表１２　新型城镇化、劳动力要素流动与农户生计可持续发展

（１） （２） （３） （４）
交互项 ０．４７９***（０．１５３） ０．３９３***（０．１０９） １．８１７*（１．０６８） ２．６０２**（１．１８７）
新型城镇化试点 ０．２６０***（０．０３７） ０．２５８***（０．０３７） ０．０３４（０．１５８） －０．０７６（０．１７６）
家庭非农经营项目 ０．１３４（０．０８４） — — —

家庭非农经营人数 — ０．１０４**（０．０４４） — —

城市平均最低工资 — — －２．９５４（２．５２４） —

省平均最低工资 — — — －０．３１０（３．６１７）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家户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１１４１３ １１４１３ １１４１３ １１４１３

　注：*** ｐ＜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１；括号内为聚类稳健标准误。

（三）新型城镇化与数字经济的“融通协同”效应

已有研究从理论和实证研究了数字经济发展对新型城镇化的积极作用［３７］。数字经济通过减

少城乡要素错配提高要素配置效率促进了城乡融合发展［３８］。新型城镇化优化了人才、资金、技术

等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同时促进了数字化要素的流动。当数字化要素以生产为载体，将通过转

变农业生产方式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当数字化要素以制度为载体，将有效提升乡村治理效能以及

公共服务质量，推进了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进程，有利于农户增产增收，数字经济与新型城镇化

建设之间存在相互促进的耦合协调发展关系。数字经济已经成为了普惠金融发展的重要源动力

和增长点，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是我国实现乡村振兴战略和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手段。

为了验证数字经济和新型城镇化之间相互融通产生的协同效应，研究使用城市层面的北大数

字普惠金融指数，与样本城市数据匹配，从数字普惠金融支持农户生计的角度，识别了新型城镇化

政策与金融数字化对农户生计的影响。根据数据的编制基础，主要选取了总指数、覆盖广度、使用

深度、支付业务、保险业务、信贷业务以及数字化程度（考虑到共线性问题，原始数据统一使用归中

处理）共７个指标，实证检验了新型城镇化、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农户生计资产 －收入的关系。表
１３结果显示，交互项均显著为正，意味着数字金融覆盖越广、应用程度越高的地区，新型城镇化试
点对农户生计资产－收入的正向积极作用更大，因此数字普惠金融与新型城镇化融合发展存在着
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通过“融通协同”效应释放“数字红利”，赋能农户生计可持续发展，证明了研

究假设４。具体而言，数字金融的普惠性降低了金融准入门槛、弥补传统金融服务配置不足、降低

表１３　新型城镇化、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户生计可持续发展

总指数 覆盖广度 使用深度 支付业务 保险业务 信贷业务 数字化程度

交互项 ０．００４***（０．００１） ０．００４***（０．００１） ０．００４***（０．００１） ０．００６***（０．００１） ０．００２***（０．０００） ０．００３*（０．００２） ０．００５***（０．００１）
数字普惠金融 ０．００３（０．００２） －０．００７**（０．００３） ０．００１（０．００２） －０．００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３***（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０．００１）
新型城镇化试点 ０．１４２***（０．０３８） ０．１５７***（０．０４１） ０．１６７***（０．０３３） －０．００５（０．０３９） ０．１９２***（０．０３２） ０．２１１***（０．０４２） ０．１１７*（０．０６８）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家户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１１４１３ １１４１３ １１４１３ １１４１３ １１４１３ １１４１３ １１４１３

　注：***ｐ＜０．０１，** ｐ＜０．０５，*ｐ＜０．１；括号内为聚类稳健标准误；中括号内给出相应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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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信息不对称，改善了农村地区金融体系循环，扩大“蓄水池”效应实现资金要素市场的供需匹配；

基于互联网的数字金融模式天然不受地域限制，其支付、理财、转账的覆盖面越广，金融服务覆盖

面就越广———即数字普惠金融的网络效应。随着新型城镇化的推进，数字普惠金融的应用场景和

空间载体不断增加，数字普惠金融在乡村的新金融形态中的比重也越来越高，具有保障和夯实农

户生计资产的重要功能，对农户生计资产 －收入可持续增长的效果越显著；以数字金融为代表的
消费互联网的发展促进了就业结构转型，提供了网络主播、在线客服、外卖骑手等数字化行业的就

业岗位，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至非农部门就业创造了机会，有利于农业转移人口生计收入增长

及其可持续性。

六、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基于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利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数据（ＣＨＡＲＬＳ），构建了农户生计资
产－收入合成指标，反映农户生计可持续发展水平。研究发现，新型城镇化试点不仅提高了农户
的生计资产－收入的均衡水平，而且将生计资产－收入从低水平的单一均衡改变为高水平的多重
均衡。理论意义在于，新型城镇化畅通了生产要素的双向流动，夯实了农户的生计资产基础，提高

了农户生计资产－收入，实现农户生计可持续发展；结合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和２０１８年３期新型城镇化试
点城市信息，运用多期ＤＩＤ，评估了新型城镇化政策对农户生计可持续发展的影响，为城乡融合提
供了新的视角。结果显示，新型城镇化试点政策显著提高了农户生计资产 －收入，经过一系列稳
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进一步分析证明，新型城镇化与土地流转的“整合协同”效应有利于实现要

素的规模效应，提高农业生产的全要素生产率，盘活土地的资产价值，增加农户收入；新型城镇化

降低了劳动力流动的制度和融合成本，缓解劳动力错配，通过“匹配协同”效应鼓励农户创业就业，

累积并提升人力资本，实现非农生计转型及其可持续发展增长；新型城镇化与数字经济发展不仅

在时间上交叠并行，而且实施目标也具有一致性，数字技术提升了农户生计资产价值，也成为了生

计资产的重要维度，通过“融通协同”效应保障和夯实农户生计资产，实现农户生计资产 －收入可
持续增长。研究结论对我国新型城镇化推进实现农户收入持续增长以及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具

有重要的政策指导价值和启示。

第一，全面深化土地制度改革，构建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推动农村土地经营权统一有

序流转，加强各种流转市场信息平台建设，降低农地流转的交易成本，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具体而

言，坚持家庭承包制度作为我国农村基本经济制度的基础，继续稳定保障土地承包关系；以土地要

素的有序流转和供需匹配为目标，积极探索进城农民农村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

配权自愿有偿退出机制，发挥“整合协同”效应，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促进农业现代化的同时实

现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第二，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消除劳动力流动的制度和融合成本，实现劳动力市场的“匹配协同”

效应，为农户非农就业和创业提供平等的基本公共服务和财政支持。以新型工业化带动新型城镇

化，依托地区产业优势并符合产业禀赋，因地制宜，加快培育特色产业集群，吸引优质企业“落得

住”“留得下”，不仅创造就业岗位，也提供了技术技能培训，通过产业升级引导劳动力优化配置，促

进农业转移人口的就近就地城镇化，也是发展县域经济重要的新质生产力源泉。

第三，发展县域数字经济，实施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既有基础设施的数字化改造，实现城乡

数字经济一体化。从空间上发挥“融通协同”效应，以新型城镇化引导数字经济，数字经济推动新

型城镇化进程，相互促进融通。不仅有利于数字乡村建设，也为土地、劳动力、资本、知识、技术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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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等其他生产要素的畅通流动打造信息化平台，实现高效的要素供需匹配和市场定价机制，推

动社会分工和经济结构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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